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一种更高水准的绿色话语研究，可以使包括高校和民间智库等在内的学术研究

机构与学者个体成为一个更为积极的环境政治主体，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一个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理解哲学价值伦理取向或意识形态与绿色话语建构之
间的关系，换言之，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些“政策变现”能力不强的那些激进版本的绿色话语? 比如，可持
续发展话语的讨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有“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之分，而柏林自由大学环境
政策中心( FFU) 最先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就大致属于一种“弱可持续发展理论”; 类似地，北京大
学最近组建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就是希望在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研究及其实践
中引入一个“红绿”或“绿色左翼”的政治维度。本人对此的阐释主要是受到英国学者安德鲁·多布森
( Andrew Dobson) 的启发。① 他在论证激进的生态主义的研究与宣传的作用时指出，激进的意识形态或
政治哲学的首要作用，是为现代民主社会确立一种政治思考与选择的最大空间或极限参照。也就是说，
现代民主社会在现实中恐怕都不会严格实现任何一个最为激进的政治想象，但如果没有这些激进的政

治想象的话，现实政治将会是缺乏任何方向的。大致在上述意义上，笔者认为，就像“强可持续发展”话
语的研究与传播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一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的进一步探讨可以对我国的生态
文明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中的中国角色与挑战

贝特霍尔德·库恩
( 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奥托苏尔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国际合作政策顾问)

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接受了面向 2030 年的包含
17 个具体任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着力于消除贫穷、与不平等和非正义作斗争和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这些目标是在“同一个世界”的精神下达成的，涵盖了与各个国家相关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
追求。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活动不仅关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而且需要
所有国家做出相应的调整。
可持续发展概念涵盖并与当今中国等许多国家已在使用的其它概念术语相互交叉，比如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学术研究与争论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各种与可持续发
展相关的政策话语。目前，许多国家高校已启动了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与项目来推进对此的跨学科理
解，比如由加拿大、中国、德国、以色列和俄罗斯的五所大学组织的“可持续大学联盟”( UAS) 项目。
过去几十年中，致力于环境与气候保护议题的组织、机构和研究项目成倍增长。新的智库、基金会

和其它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社会传媒则推进了绿色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从政治学的视角看，面向绿
色议题的机构与专家的大量增加，为参与性和合作性的新治理形式提供了机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
的，“合作治理在中国的出现，是政府适应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变化与挑战的新方式”。②

中国在推进 2030 年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包括在 2015 年 12 月巴黎
峰会前后的各种外交努力。尽管一些国家多年来指责美国和中国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缺乏诚意，但正
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 2014 年 11 月奥巴马访华时联合宣布了各自国家对于削减其碳足迹的政治承
诺。中国已经表明了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很大程度上的灵活性，并决心消除其“国际谈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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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硬派”的形象。① 比如，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了 2015 年 9 月举行的《2030 议程》纽约峰会和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
下面笔者将阐释为什么说中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将讨论中

国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会遇到的不同层面上的主要挑战。本文的撰写，基于笔者对相关政策文件
的分析和 2016 年春在北京大学做短期访问期间对有关专家与活动分子的访谈，该访学活动得到了柏林
自由大学和“可持续大学联盟”的项目资助。

一、中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长期的全球环境政治参与 中国对国际环境政治的参与，可以追溯到 1972 年的联合国峰会。在重

获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之后，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确立其在联合国框架中领

导性角色的机会。中国是最早批准 1992 年里约峰会相关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 21 世纪议程》或《中
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 1994) ，使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目前，中国已经制定
了一系列环境法、资源管理法、行政规章和上千个环境标准，同时还制定了更多的相关性教育、健康、文
化和社会保障法律。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上的模范 中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上的成功这一事实，是她得以继续支持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可持续发展目标致力于削减贫困，并与中国新世纪之初的国
家优先发展目标相一致。同时，中国的杰出表现也提高了其在联合国的声誉和地位。
南南对话与合作的积极推动者 南南对话与合作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是至关重要的。中国

长期以来就在南南合作中扮演着一个领导性角色，尤其是在 77 国集团的框架下。最近，中国已经成为
“金砖”国家集团的领袖，并借助于“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等机制大大扩展了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尽管中国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千年发展目标整合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保留态度表示了敏感，但

也通过显示其在艰难的全球谈判中的灵活性而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持。中国不断
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她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巨大份额，使其成为《京都议定书》失效后达成一个新协
议的外交谈判努力中的焦点。尽管中国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中被列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因此受益于
清洁生产机制( CDM) ，但如今她已被普遍认为应该在国际协议达成与落实中承担更大责任，尤其是在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在最初的对于将治理、和平、安全和人权等议题纳入其中持保留意见之
后，中国最终同意把治理、和平和人权列为可持续发展的第 16 个具体目标的关注点，并鼓励其它国家也
同意把更多的敏感议题包括进来。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投资，包括在那些贫穷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也
有助于强化她对善治、和平与安全议题的关切。

2009 年哥本哈根大会后出现的重大转折 在国际层面上，哥本哈根大会是国际气候保护外交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强硬派”，西欧国家和一些脆弱国家表达了它们对于国际社会未能
达成一个约束性协议的失望和不满。但是，哥本哈根大会也引发了中国气候外交政策的一个反思与重
新定向过程。日趋恶化的污染难题、国内外媒体对于中国主要城市 PM2． 5 水平居高不下的大量报道，
唤醒了各个层面民众的意识。就像“千年发展目标”一样，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契合了当今中国的全
国性发展议程。自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已经逐渐把更多的绿色发展目标与指标
引入到全国发展计划之中。把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中，与中国当前的环境保护和与污染和气
候变化作斗争主题是一致的。

二、中国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将遇到的挑战
新常态的挑战 中国的“新常态”意味着较慢但更绿色的增长。革新是“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理念，

而绿色发展将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比以往更为突出的角色。胡鞍钢教授在比较各个五年计划后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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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明显在经历一个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战略的转移。①

中国已经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更多地集中于有质量的增长。这种重心的转移要求经济结构
的重建和生产与消费类型的改变，尤其是在能源生产与消费领域。
在 2016 年 3 月举行的低碳发展蓝皮书发布会上，齐晔教授估算，中国的碳消费总量很可能在 2013

年就已达到顶点。服务业自 2012 年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部门。他还强调了消费类型正在发生
的变化。他基于编制年度性低碳发展评估报告的研究表明，转向消费很可能是中国走向低碳发展的最
有效方法。②

环境雄心与社会福利之间的交换 可持续发展目标语境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同时应对

节能减排要求和对于经济重建背景下大量能源产业工人失业威胁的不断增加的关切。如，来自煤矿的
大众性抗议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增加了。
欧洲国家在经济重建过程中曾经历了长期的工人罢工浪潮，尤其是 1980 年代后期的英国。可持续

发展的概念可能是抽象的，并时常因为其含义模糊而遭受诟病。然而，它的多向度视角或许可以提供某
些帮助，以便平衡对经济重建政策与环境和社会关切的考量。
地方层面上的落实 尽管中国倾向于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议程设置，但她也给各种形式的地

方探索预留了巨大空间。地方层面上的经验，比如低碳城市、低碳社区试点和省市层面上的排放交易平
台建设，或许可以提供推进可持续发展领域决策的有益思考。然而，环保与社会福利领域的大量新法律
和规章的落实，亟需基层层面上的大规模能力建设与培训，以便在次国家层面上创造出必要的结构、刺
激和意识。
走向社会与生态概念和运动的融合 可持续发展承认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

必要性。随着生态向度的引入，这一概念增加了一种新的政策认知倾向，即或者仅仅强调经济增长，或
者仅仅强调社会平等。
交叉性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连结不同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潜能，以便促进不同层面上的合作治理。

当代精英与国际外交机构之所以赞成这一概念，是因为它着眼于那些能够扩大不同政策共同体与利益

相关者的共同理解的观点。如今，试图确定环境新社会运动( “绿色运动”) 和传统的劳工运动( “红色
运动”) 之间联系的努力，也已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③ 探讨可持续发展议题话语的多样化，也许是
中国和其它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肥沃土壤。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构成了使可持续概念
在各个国家中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当然，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可持续发展目标话语将会更多是补充
而不是取代中国和其它国家中的本地性话语。

可持续发展与发展替代语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李全喜
(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任何一种范式革新意义上的话语都会构成一种统摄性的“话语语境”( discursive context) ，从而对更
具体性的相关学术理念或话语的学理阐释和实践应用产生一种背景性或总体性影响。可以说，“可持
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与“发展替代”( alternative to development) 就是这样两种颇为不同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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